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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再生产的行动伦理基础
——以北方某市幸福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为例

田志鹏 刘爱玉

内容提要：组织权力的有序交接对其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可以此为

切入点，研究组织核心成员社会行动的特征及其深层的伦理基础。本研

究以北方某市幸福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发现在

以原主任连选连任为目标的换届选举的权力再生产过程中，采用了“事

实非差额”“核心成员一致”“分阶段宣传和动员”和“选举现场影响”等实

践策略。对上述策略的实践过程，特别是行动者的行动和言辞的分析发

现，除了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的作用外，同事之间以“信”与“义”为伦理基

础的朋友关系和社区中人以“泛差序格局”为指引的地缘关系对于实现这

些策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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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21世纪以来，在单位制解体、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均

收入不断提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住宅小区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居住方

式，原有的城市治理单元被打破，如公房的单位制治理逐步消失（杨敏，

2007），新兴城市社区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城市治理问题的切入点（参见张

志敏，2004；肖瑛，2008；肖林，2011）。社区居委会作为法定的自治组织是当

前重要的社会治理单元，居委会运作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社区选举，更是成为

社区研究的焦点之一（熊易寒，2008；李骏，2009；管兵，2010；郭圣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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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社区涉及的公共福利却又少得多，根据奥尔森（2014）对集体行动

困境的分析，社区自治纵使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支持，在现实中也必然是难

以实现的。因此，现实中，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冷漠是正常的，基层政府对于

居委会的干预和支持同样是正常的，如果群众普遍热心社区活动反倒是应

当研究和解释的。

本研究在田野调查中有类似的发现，即居民对社区参与的热情普遍较

弱，但社区选举的投票率却很高。显然，“高投票率”的实现要靠策略运作，

本研究试图在总结这些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些策略起作用的原因，

特别是行动背后的经济、权力、道德等因素。对社区选举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不应停留在策略描述上，而应深入到行动者的社会互动中，将深层的原因揭

示出来。鉴于经济因素和权力因素已有较充分的研究（熊易寒, 2008; 李骏,
2009），本研究重点讨论行动背后的伦理意涵，在提炼若干实践策略的基础

上，回答以下两个递进的问题：其一，社会行动者在实施策略时，调动了哪些

道德资源，具言之，在不同情境下，行动者的行动伦理与其决策之间有何关

系？其二，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朋友关系、面熟关系）与不同的行动伦

理有何对应关系？

本研究所用一手经验材料来自作者在北方某市幸福社区参与观察和访

谈所获得的资料。调查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换届选举的第一次居民代表大会

的产生和正式选举投票过程。幸福社区居委会由原幸福一居委会和幸福二

居委会合并而成，该社区目前有三个自然小区，是合并后的新建社区。由于

合并社区后居委会选举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地街道十分重视此次换届选举，

要求居委会将换届的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从结果看，这次换届选举是稳定而

顺利的。尽管本文分析的个案缺少显著的社会冲突，但其中的社会互动机

制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这一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回答

上文提出的两个问题，揭示一次成功的换届选举背后复杂的社会机制。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研究脉络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社区问题的

重要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城市社区被认为是基层社会发育的重要载体。然

而，在我国，基层社会发育的过程又是在国家的有力推动下实现的，相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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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研究存在“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发育”两种理论取向（李友

梅，2007）。理论层面明确的“二分”在经验现实中更多地表现为国家与社会

的多元互动，“即国家吸纳新的组织、资源、符号和力量，使它可以对现存的

社会组织进行控制”（李姿姿，2008：272），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本

文认为，在上述互动过程中，基层政权吸纳、整合基层社会各类组织模式和

伦理资源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层社区的治理效能。

综上所述，在经验意义上，本文将社区视作城市基层治理单元（李骏，

2006；王颖，2008；郭伟和，2010；姚华、王亚南，2010；王汉生、吴莹，2011）。杨

敏（2007）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指出社会转型和社

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

与社会控制问题，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

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又如“社区自治、议

行分设”的制度设计在近年来受到重视并得到推行，但这一制度的实施却降

低了社区的自治程度。如李骏（2006：83）就基于对一个社区的考察指出，

“‘议行分设’的做法，虽然大力推行‘直接选举’，实现了议事层委员的‘属地化’，

并适当增加了在职人员的比例，但由于社工其实已成为‘准公务员’，行政体系有

意无意在基层社区名正言顺地站稳了脚跟。这是国家行政力量向社会深入

渗透的表现”。此外，居委会与政府间密切的关系，也有着明确的法律基础。①

按照韦伯（2010a:87）的观点，所谓组织“是一种对外封闭或限制局外者

加入的社会关系”，由于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社区的大多数成员对社区

事务漠不关心，亦即参与社区事务的仅是少数成员，这些人组成了韦伯意义

上的“组织”，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既有经验研究大都支持了这一观点，

如肖林（2011:193）在近年社区研究综述中总结的：“在社区参与中，与冷漠的

大多数并存的是少数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往往具有党员、党小组

长/楼组长、女性、退休人员等特征，具体参与的原因既包括有充足时间和多

种心理需求、受到长期的单位组织文化熏陶，有时也有象征性物质回报的作

用。”尽管基层社区正式工作人员数量不多，但其与社区中积极分子组成的

组织构成了社区治理的主体。

在上述经验研究的发现中，“冷漠的大多数”可以视作对奥尔森（2014）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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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逻辑的经验验证。而仅使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居委会主任和委员

们的行动加以分析却并不充分，因为他们更接近于熟人圈子。从“冷漠的大

多数”和“积极分子”的二分中还可以引出社区中两类不同的集体利益，一类

是居委会给整个社区提供的福利，一类是居委会给内部成员提供的福利。

由于第一类利益涉及人员数目庞大，且其福利往往实际上属于“政府购买”，

因此，以往的社区研究关心的往往是第二类利益。对于这类利益，居委会权

力的交接和更迭则具有了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后者会影响到前者，但由于

集体行动的困境，普通社区居民无论是受益还是受损，其感受均不太明显。

不过，在选举程序正当的要求下，由陌生人组成的“冷漠的大多数”却构成了

社区选举动员的对象。

因此，对社区参与的经验研究，除了研究少数社区核心成员的参与问

题，也应给予普通社区成员一定的关注。社区参与最集中、最复杂的面向则

体现在换届选举工作中，这也是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的原因。现有研究也

注意到了社区居民普遍的政治冷漠与居委会换届选举高投票率之间的“悖

论”，但其实只要考虑到“集体行动的困境”和“两类集体利益”，并且考虑到

合法性的要求，上述悖论不难理解。但是，关于上述“悖论”实现的具体机制

的讨论却较少，而这对于完整理解这一经验现象又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熊易寒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通过考察上海市某一社区选举

的具体过程，指出社区选举高投票率的重要原因是一人多次投票，并将选举

过程概括为政府、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的“共谋”，将居民冷漠的原因归

结为社区集体利益太少（熊易寒，2008）。但这一解释只是在话语层面对选

举现象的重述，将权力的再生产视作当然之事，未看到表面平稳的换届选举

同样隐藏着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冲突。显然，在实践过程中，换届选举中一人

多次投票绝非一个人在选举点大量伪造合格选票，更不是所有居委会换届

选举过程中权力更替或权力再生产的必然选择。而且，随着社区居委会换

届选举合法化压力的增加，一人多次投票越来越难以解释选举实践的过程。

毫无疑问，大量既有的经验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留下了

一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解释空白，特别是对行动者社会行动的意

义分析。例如，如果说在选举中存在政府、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的共谋

现象，那么，共谋是如何实现的？除了经济和权力的因素，有何伦理道德的

支撑？况且，不能先验地认为他们是一个利益一致的群体，而且事实上也并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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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又一重要问题，即利益取向不一致的行动者如何

实现整合？而这正是整个选举活动得以平稳完成的关键所在，也是本研究

的重点所在。

三、组织内部的实践策略与“信义”伦理

幸福社区居委会改选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是原主任连选连任，二是选

举活动要平稳进行。一方面要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另一方面要满足权力

交接的若干形式要件，这无疑需要大量的组织和筹划工作。这其中涉及的

人际互动，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真实起作用的力量。或许可以合理地推测，这

些行动背后的伦理在不同情境下具有相似性，广泛研究这些行动伦理，将推

进对当代中国社会现象深层逻辑的解释和理解，特别是理解行动者社会行

动背后的意义。本文所言“实践策略”是对选举过程中部分运作方式的经验

概括，将选举委员会（以下简称“选委会”）内部的策略概括为“事实非差额”

与“核心成员一致”，将其外部（针对普通社区成员）的策略概括为“分阶段宣

传和动员”与“选举现场影响”。后文将从“经济利益”“权力”以及“道义（伦

理）”三个维度分析每一个策略，尝试初步厘清各个因素在社会过程中发挥

的独立作用。

（一）事实非差额

所谓“事实非差额”是指在真实选举过程中，虽然形式上是差额选举，但

选举委员会和主要参选人对当选人员或多或少已取得一定共识。确定正式

候选人名单是换届选举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前期工作，直接关系到既定的组

织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按照居民委员会选举的一般流程，首先是由居民会

议或居民代表会议通过“预选”来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显然，报名参选的

社区居民越多，实现权力再生产这一既定目标的难度越大。而另一方面，

根据选举规定，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实行差额选举（主任 1人，副主任 2人），

正式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 1名（4人）。为平稳地实现权力再生产，差

额的这一名正式候选人最好来自组织内部，抑或是选委会成员或主要参选

人的熟人，如此既能满足“差额”的形式条件，又能够最大限度确保选举平

稳进行。因此，酝酿名单的过程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环节，核心目标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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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参选人员的“事实非差额”。在“对内”环节要找到并不实质参与竞争的

差额候选人，在“对外”环节则要将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尽可能排除在正式候

选人之外。

这一任务落到了临时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赵主任肩上，赵主任在社区正

式的职务是专职党务工作者，也是上一届居委会钱书记兼主任（该社区居委

会主任、书记一肩挑）的副手。显然，选委会主任和委员不能由参选人员担

任，因此，既不存在换届和选任问题，又值得信任的赵主任成为选委会主任

顺理成章。本研究关注的是赵主任如何调动各类资源实现这一组织目标。

从田野观察的结果看，尽管提名候选人的条件很低，但最终报名参选的

就只有选委会意向中的 4位候选人。而且，由于报名人数仅 4人，选举流程

中的预选环节也得以省去。在被问及为何没有预选环节时，选举委员会赵

主任谈道：

因为咱提名的正好是 4个，就没有走预选。也就没有开第二次大

会，一次就确定了正式候选人。你说得对，推选候选人得进行预选，通

过预选产生 4名正式候选人，但是报名结果是不多不少正好 4个人，等

于就少开了一次居民代表大会。至于为何没有更多人报名，我觉得吧，

你一个普通居民来竞争，你总不可能竞争过在这儿干的吧，他熟悉啊，

这一点真是重要……除非社区居民对这个班子太不满意了，还得形成

一股合力才行，不然十个八个的人根本影响不了选举的最终结

果。……就是说你很难把你的名字写上去，还把那个人顶下去。如果

不是候选人，想竞争过候选人很难。参加最终竞选必须先成为正式候

选人。（访谈资料0519-1）

从赵主任的访谈中可以发现“预选”阶段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将报名

人数锁定为 4人，这样就可以少开一次居民代表大会；二是在这一阶段尽可

能将其他竞争者排除在外。这两个目标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实现了第二个

目标，第一个目标自然就实现了。从选委会的角度看，有两种方式可以将

其他竞争者排除在外：一种是任由居民报名，然后通过预选大会将其排除；

另一种是基于获得的报名人员名单，提前做竞争者的思想工作，使其考虑

放弃报名的想法。显然，后一种方式优于前一种，也是在选举实践中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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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用的方式。不过，选委会采用第二种方式并非有意干预选举，更多是

出于压缩选举日程的考虑，对于工作繁忙的基层社区来说尤其如此。当

然，如果有潜在竞争者执意报名，选委会也会按照规定，将竞选者加入名单

并召开预选大会。

选委会不可能诉诸强制力阻止潜在候选人，也不可能将非预期候选人

直接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只能诉诸潜在候选人的理性考虑。劝说的基本

逻辑是让报名者知道报名参选也是白费力气，以此“劝退”前来报名者。进

一步询问在该社区实习的学生，其回答也佐证了上述推测，她表示：“我感觉

是有（打算报名参选的），不过可能被劝下去了。”（访谈资料 0520-1）换句话

说，在报名阶段，很可能有少量社区居民报名参选，但在选委会解释选举机

制和当选的可能性后，这些人主动放弃了。

要实现实质层面的“非差额”，除了尽可能劝退其他潜在候选人之外，更

重要的工作是选好承担“差额”角色的候选人。该候选人需要具备两个特

征：一是符合参选条件；二是参选并不积极。前者为形式条件，后者为实质

条件，唯有满足上述两个条件，选举结果才能符合组织者的预期。在本个案

中，承担差额角色的是负责该社区文教、卫生等工作的孙同志。幸福社区换

届选举总结中有这样一句话，“孙同志来自阳光社区，在本社区已工作三年，

这次参选，表态自己资历尚浅，不与其他参选人员竞争，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其他三位候选人，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对此，一位实习生表示，“孙大姐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她知道自己

就是分母。”（访谈资料 0520-1）另一位实习生也说：“孙姨当时确实是说让

大家选其他三个人了，但是据说是主任提前给她做工作了。”（访谈资料

0520-2）当然，以上属于较边缘的社区工作人员的推测，真实情况难以证

实。这位最终落选的候选人也委婉地拒绝了访谈请求，据说她后来去了一

家家具城工作。无法确定孙大姐的参选行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要求的，但

至少从外部看是自愿的，而且从孙大姐的履历也可以看出，她并不住在本

社区，而且或许早有“去意”，这次参选可能只是为了给老同事们帮个忙。

毕竟居委会副主任职位的吸引力无须夸大，更何况，孙大姐原本就不是副

主任，也没有竞争此一职位的想法，她只是社区的一位普通干事。很可能

是居委会主任在得知她打算离开后邀请她参加选举，孙大姐也完成了这一

任务，她最后仅获得 100多票，票数不及其他三位候选人的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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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成员一致

所谓“核心成员”类似于已有社区参与研究中的“少数积极分子”，而且

既有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些人的身份特征，即“党员、党小组长/楼组长、女性、

退休人员等”（肖林，2011:193）。事实上，在田野调查中，此次换届选举的核

心成员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不过，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具有上述特征的

人构成了核心成员的主体，但就此次调查的社区而言，核心成员中也包括一

些以社工身份加入其中的年轻男性。这也反映出，社区居委会的核心成员

构成也是在动态变化的。

在“事实非差额”的策略运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居委会核心成员能

够达成一致，至少大部分核心成员能够达成一致。现任居委会主任已在此

稳定工作三年，社区核心成员与街道领导们在由谁担任主任方面也已基本

达成共识。对此，选委会赵主任说道：

只要选上了，比如说四选三，出来的三个里面谁是党员，谁就是主

任。要是不止一个（党员），原来干的那个肯定还是原来那个了。……

这个主任原来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人家下来啊，是不是？没有特殊的

情况下，肯定还是原来的继续干。（访谈资料0519-1）

结合上文引述赵主任所说的“除非社区居民对这个班子太不满意了”这

一更换主任及其班子的必要条件，可以发现，在居委会主任职位获得方面，

“效率”并非第一考虑的原则。换句话说，哪怕是潜在的竞争人员更有能力

服务好社区，也难以取代“在位者”，只要在位者的所作所为能“说得过去”。

在各行各业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在位者优势”，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该

优势的伦理支撑。具体来说，就是出于怎样的行动伦理基础，大家对于这一

优势达成了共识，并且愿意服从这一支配结构，即更一般的行动伦理。正如

在分配稀缺资源时，“抓阄”（随机方式）常常成为大家认为公平的分配方式，

这里赵主任所说的“原来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人家下来”和“肯定还是原来

的继续干”背后都暗含着深层的分配伦理。这显然不是一种随机的分配方

式，也不是一种轮替的分配方式，而涉及一种占有的观念，至少居委会的核

心成员和相当一部分关心社区事务的居民认可这一观念。如果借用韦伯

（2010b）对法理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的区分，在实质而非形式意义上，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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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主任对职位更接近一种传统型的个人“占有”，更远离一种理想意义

上法理型的暂时“占据”。也就是说，现实中哪个人占有这个职位具有相当

程度的重要性，尽管对职位的占有在形式上具有法理型的特征，并且受到年

龄、任期、政治面貌等条件的严格限制。

赵主任的表述充分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普通群众的这一行动伦理：能

力更强并不能单独构成替换在位者的理由。换句话说，效率并非第一考虑，

甚至并不是人事调整的主要考虑，现实中的人事调整，特别是解职的原因往

往是在位者有重大过错，被解职者常常还可以凭借曾经的“功劳”或“苦劳”

受到较温情的对待。如何理解这些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现象呢？显

然，组织效率和合法性均不能充分解释上述现象，本文认为，这其实是中国

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之道德基础在社会行动中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基

于家庭关系、私人关系的伦理随着每个人差序格局的扩展蔓延至各种政治、

经济和社会关系，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的道德基础”（周飞舟,
2018:56）。上文分析已充分说明居委会主任与其下属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于

理解行动者的社会行动至关重要，这些附着在可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

之上的私人关系是社会行动的重要驱动力，是上述三类关系在现实中发生

形形色色适应性变化的深层原因所在，也是理解行动者之社会行动的关键

所在。

进言之，在现代社会组织，特别是政治性组织中，以亲属纽带为基础的

团体整合已失去合法性，但是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团体整合却得以延续，

这使得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朋友关系，而非韦伯理想型意义上的

原子化“官僚”或“行政人员”。正如周飞舟（2018:55）所言，某些“同事”一旦

被视作朋友，其关系便会在一定程度上“私人化”，同时朋友之间“讲信用、讲

义气”等伦理要求也会随之而至。本节所讨论策略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选

委会主任和原居委会主任之间存在的信任关系。但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种

朋友伦理是人群所共享的，即具有普遍的正当性，而不是仅在团体内部有效

的私人伦理。无论是劝退竞争者，还是解释连任的原因，赵主任言辞的有效

性在于居委会团体外的普通居民也能够理解并承认这样一种朋友伦理。在

此意义上，“私人化”的社会关系却是“公共的”。

总结而言，以“信”与“义”为基础的行动伦理在实际生活中起着调整人

际关系和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是本文个案中选委会内部策略能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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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伦理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原居委会主任连选连任的正当性基础。

四、组织外部的实践策略与“泛差序格局”

（一）分阶段宣传和动员

当然，一次成功的换届选举既离不开内部的策略运作，又离不开外部的

宣传、动员以及对普通选民的无形影响，毕竟，至少就选举的形式要件而言，

成功的选举必须达到一定比例的投票率。本研究将针对核心团体外部一般

居民的策略概括为“分阶段宣传和动员”与“选举现场影响”两项，前者指在

选举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宣传策略，后者指设专人在投票现场对前来投

票的普通居民施加影响。下文分两节依次展开说明为实现这些策略，核心

成员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

首先，之所以能够策略性地实施宣传，是因为选委会的成员大多是现任

居委会的成员，例如上文提到的选委会赵主任其实就是原居委会钱主任日

常工作中的副手。尽管上文所谓的社区“核心成员”对选举进程已基本达成

了共识，但仍旧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宣传以动员相

当比例的普通居民前来投票，另一方面又不可过分宣传以致引来潜在竞争

者，继而影响到“事实非差额”策略的实现。为解决上述矛盾，选委会实施了

“分阶段宣传和动员”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尽量缩短整个换届选举的时长，

并且尽可能将宣传延后。在实施上，选委会于 5月 6日下午召开了第二次居

民代表大会，决定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而在一周后（5月 13日）的第三次居民

代表大会上便确定了 4名正式候选人，再一周后（5月 20日）便完成了正式投

票选举，整个选举安排非常紧凑。而且，就田野现场的情况而言，大范围的宣

传，例如介绍候选人、发公告、拉横幅等一系列的事情主要在确定正式候选

人之后进行，这是分阶段宣传的又一具体体现。因为在正式候选人确定后，

其他想参选的居民便不会对组织内部意向中的正式候选人构成威胁。

用选委会赵主任的话说，“时间拉得越长，事情可能越多。其实啊，在实

际基层工作中，民主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没有绝对的民主，社区里面大多数

人其实都不认识，不知道要选的人是谁”（访谈资料 0519-1）。这里不讨论

复杂的直选民主问题，而且赵主任所说的现实难题也确实存在，除了上文所

述少数社区积极分子外，大部分社区居民都忙于个人事务，与社区利益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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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关系，对社区事务也漠不关心，年轻人尤其如此。当然，也不必过高估

计分阶段宣传和动员策略的重要性，因为最终前往现场投票的人大都是看

居委会班子和各楼楼长个人的“面子”，亦即两人间的私人关系和多人间的

关系链条，这些靠私人关系驱动的社会行动往往是直选民主形式要件得以

实现的重要基础。就一般选民的参与状况而言，如同在发放选民证时所遇

到的，“有的（选民）是去楼门长家里（取选民证），有的是楼长去居民家里（发

选民证），楼长们都挺积极的，但是有居民说肯定不去。还有流动人口说自

己没时间，但是态度很好。普通居民态度一般，楼长们态度都很好”（访谈资

料 0520-1）。

因此，分阶段宣传和动员的策略主要用于降低潜在竞争者出现的可能

性，但就动员更多选民在投票当天前往现场投票而言，仍旧要靠私人关系来

支撑，换句话说，在选举投票前，哪怕花再大力气宣传换届选举，也很难显著

增加现场投票的人数。尽管在选举过程中有少量居民特别重视自己的选举

权（访谈资料 0519-2），但很多居民前往投票点投票的意愿并不强。因此，实

际上的选前动员仍然是依靠楼长和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发选民证，

动员居民前往现场投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宣传既不涉及权力，也不涉及

利益，因为楼长与居民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也极少有经济往来，更多的只

是一种“面熟”关系。这种“面熟”关系自然不属于朋友关系，不存在“信义”

伦理的约束，但也并非一种陌生人关系，而是一种以相邻居住的“地缘关系”

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其根源于一群人在狭小的空间中“抬头不见低头

见”。从现场敲门情况看，正是这样一种“面熟”关系使得很多居民在楼长敲

门时难以拒绝楼长的请求而前往现场投票。

本文认为选委会外部动员策略反映了一种类似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

只是这种社会关系与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相比要弱得多，本文将其称为

“泛差序格局”。与差序格局结构相对应的是“仁”和“义”的伦理，衍生于差

序格局的“泛差序格局”同样具有源自“信”与“义”的伦理特征，由此对行动

双方构成了约束。在本文分析个案中，这种伦理性的关系推动着大量居民

同意楼长的请求并最终前往现场投票。

（二）选举现场影响

毫无疑问，除了楼长宣传动员外，仍旧会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出于个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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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前往现场投票，如何在现场通过言辞和行动来影响这些居民的投票意向，

无疑是关系到选举成败的又一重要因素。而这些具体的社会互动可以通过

选举当天的参与观察找到部分答案，此处将这些社会互动笼统地概括为“选

举现场影响”，泛指社区的核心成员对选民有意施加的影响。具体来说，选

举现场影响是对选民投票前实施的影响，确保意向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

通过选举现场观察和事后访谈发现，在选举现场实施影响的是社区中

一些活跃的老年人，她们很多是受主任所托或与主任关系较好。现场影响

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选民确实对选举比较冷漠，对于选谁都无所谓，就像一

个社区干事说的，“她（居委会主任）想管还是管，不想管还是那个样”（访谈

资料 0519-2）。这位干事的真实意思或许是无论选谁，社区的单个成员受益

或受损都是十分有限的，其中逻辑类似于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否则，从字面上看，这位干事的话就很难理解，因为“想管的主任”和“不想

管的主任”是不一样的，而直选的制度设计就是想要通过普选的方式选出

前者，或以前者替代后者，实现对社区的更优治理。不过，选民对于选谁确

实不太在意，因为选民对于大部分甚至全部候选人均不了解，这就为现场影

响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尽管有了这样的基础，运用何种说辞加以劝说同样

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恰当的言辞能够有效影响这些持“无所谓”态度的选民

的意见。

现场最有力的劝说即是“孙大姐不是我们小区的，那三个是我们小区

的，选那三个就行”，而这样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居民自己的想法，所以

他们往往不会费力去了解候选人，而是直接写票投票，作者在选举现场偶遇

访谈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说法。比如有选民表示，“我没选那个别的社区

的，他们都说那个（候选人）不是我们社区的，那三个（候选人）是我们社区

的”（访谈资料 0505-2）。由此可以更加明确地看到推举孙大姐为正式候选

人的用意，就是尽可能降低竞争强度，并且孙大姐特殊的身份也能够为选举

现场影响提供重要的话语基础。当时确定孙大姐究竟是否有此用意已不得

而知，而且这其实也不重要，因为值得关注的是具有说服力的说辞。可以看

出，这一说辞明显具有扩展性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98）的特征，即以候

选人与社区的远近来衡量其是否会为社区尽心服务，这样的劝说言辞其实

是将自己置于选民的处境，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帮助”其做出看上去合理的

判断和选择，而选择标准深层的行动伦理基础正是候选人与“我”（确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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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我”所在社区）的亲疏远近。这也可以看作传统的以地域整合为基础

的乡土伦理在城市社区生活中的回响。

在选举现场，除了说服外，“代选”是另一项十分重要的干预手段，如两

位实习生所说，“在场的人都有代选，或者指导或者帮助选民填写”（访谈资

料 0520-1），而且“（代选的情况）还挺多的，一般就是楼长给代投”（访谈资

料 0520-2）。其实，在选举过程中，投票的控制也不是十分严格，比如如果有

人主动要选民证，一般也是可以拿到的，现场工作人员一般也不会细致核实

索要者的身份，而是默认索要者为社区居民。究其原因，主要是“好多选民

证没发出去，反正搁着也是搁着，有人要还能增加投票率。选票还是有富余

的”（访谈资料 0520-2）。影响现场选举的是社区中比较活跃的居民，她们大

都认识很多人，靠着面子、人情，也可以影响很多选票，这种情况在代书点格

外明显。当地社区一位实习生就是当天的代书员，但是她表示自己主要是

替存在书写困难的选民填写选票，但代书之前往往都有老奶奶们把人拉过

去，说一番，她的主要任务就是写。可以确定的是，现场影响在集中选票、保

证主任连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总结而言，除少量现场代选外，选举现场的影响有着很强的“说理”特

征，所谓“理”便具有了伦理性的特征。面对初次见面的选民，这些积极分子

以何种言辞劝说其选举需要选择的人员十分关键。如上文所述，现场的劝

说词并非逐个讲解候选人的个体特征及其竞选承诺，而是简单明了地指明

其中一位候选人“非本社区”的身份特征，以此说服选民将其排除在外。这

样的言辞简单而有效，即刻便将双方置于同一团体身份中，帮助选民做出选

择。值得注意的是，由陌生人或“面熟人”组成的团体仍然显著异于西方意

义上以个体为本位的团体格局，因为前一团体身份的边界是模糊的、具有弹

性的。具体而言，作为社区工作者的孙同志被视作社区团体的一员，但作为

候选人的孙同志却又被排除在这一团体之外，说理双方对此并无矛盾之感，

并且这构成了双方行动的指引。

这里可以发现因行政区划而形成的新的“地缘”关系，当然，这一地缘关

系要弱于传统的地缘关系。比如，如果孙同志是某位选民的老乡，那么任凭

积极分子如何劝说，这位选民大概率还是会投孙同志一票，因为沿袭传统形

成的地缘关系要强于因行政区划形成的新的地缘关系。这里同样可以看到

一种“差序”，即传统的伦理原则进入新的行动领域中，成为支配行动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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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并且具有正当性。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人们日益

走出熟人圈子，进入一个个由陌生人和面熟人组成的圈子，这些圈子可能发

展成为熟人圈子，进入一种“拟亲属化”的状态（王思斌, 2001:4），也可能维

持在非熟人的状态。这些非熟人的圈子呈现出“泛差序格局”的结构状态，

同样以“信”与“义”为一般化的行动伦理，指引着行动双方的交流与沟通，不

断地再生产着社会秩序。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以原主任连选连任为目标的居委会换届选举称为“权力再生产”，

并将实现该目标所用的实践策略概括为“事实非差额”“核心成员一致”“分

阶段宣传和动员”和“选举现场影响”。通过深入分析上述策略的实践过程，

特别是行动者的行动和言辞，研究发现，除了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的作用

外，同事之间以“信”与“义”为伦理基础的朋友关系和社区中人以“泛差序格

局”为指引的地缘关系构成了上述策略得以实施的深层伦理基础。朋友之

间的信义伦理反映了“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的社会结构，属于将“熟人

关系拟亲属化”（王思斌，2001：4）。而所谓“泛差序格局”虽然反映了同样的

社会结构，但伦理性较弱，团体身份性较强，对团体成员社会行动的影响更

隐蔽，覆盖也更广阔。例如，行动者会将选票投给与其具有某一共同身份的

候选人，尽管这位候选人与其他候选人对他来说同样陌生。

上述研究发现对于理解组织权力交接具有更一般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权力交接背后，其实有一套行动者共同认可的伦理作

为基础，而这些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深刻影响力的行动伦理对于理解和解释

一些组织现象（无论是特殊的组织权力交接还是日常的组织内部整合）具有

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利用“行动伦理”（周飞舟，2018）这一分析性

概念，在分析经验现象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概念，继而找到行

动伦理调整社会关系时的具体机制，例如熟人之间的“信义关系”和社区“面

熟人”之间的“泛差序格局”互动。在经验层面，本研究认为，厘清多个实

践策略深层的行动伦理，能够更好地解释本文开篇所述经验现象中的悖

论——居民的社区参与率普遍很低，但社区选举的投票率却很高，而非仅仅

将其解释为政治权力干预的结果或源于社区利益的缺失。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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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走形式”的换届选举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实际运作中，满足法定

的形式要件往往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事人会广泛调动各

类资源，这其中当然不乏对经济利益和上下级权力关系的考量，但人与人之

间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的关系伦理，却是潜在的一类重要资源，而且常常对人

们的社会行动构成重要的制约和无形的影响。将当下社会学研究中常常涉

及的“人情”和“面子”视作一类特殊的“社会资源”，甚至简化为某种“经济关

系”或“权力关系”，并不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回答本研究提出的问题，因为

在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学研究所要深入研究的是以下问题：什么样的人情道

理才会被广为接受？人们会给谁面子，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要真正回答这

些问题，就必须将研究推进到社会成员的日常互动中，从他们的一言一行把

握深层的行动伦理，提炼那些被广为接受的“民情”和“风俗”，这些“结构性”

的民情和风俗既有传统之源，又反映着时代之变。这部分社会学知识的积

累与发展对于更有效、更深入人心的组织治理乃至社会治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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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roduction of Power and Values of Social A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Director Election for the Xingfu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a Northern City
TIAN Zhi-peng LIU Ai-yu

Abstract：I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social action taken by
core members, the power transition is critical, since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of
power is crucial for a continuous organization. Using data collected through the
fieldwork of a community in a northern c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elec⁃
tion of the former director as a“Reproduction of Power”. It proposes four practi⁃
cal strategies applying in this election, i.e., the actual non-competitive election,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core membe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the propagan⁃
da and mobilization by stages, and the influence on voters in the polling place.
Based on analyses of these strategies, especially the concrete actions and words
employed by actors, the paper argues values (ethics) characterized by xin and yi
shared within friends and fanchaxugeju (the pan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pplied to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are importa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status.
Keywords：power，values of social action，chaxugeju，fachaxuge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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